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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( 参见第 212 页) 。此外，南昌传统自发的商
业组织和近代因国家制度而形成的商务总会之
间也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。作者在第二章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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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举了大量传统商帮、会馆的活动情况，但并未
将其与后来的新式商会进行对比辨析，不得不
说是一个遗憾。地域性工商业组织存在一些不
太受近代大历史波动影响的基本业务，比如协
调处理屋主与商户关于码头权利的纠纷，它一
直是南昌商会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作者把对这一
问题的讨论分置于两章之内，不仅无法从中看
到时代的变迁性，反而削弱了对商会基本功能
的集中探讨。因此，商会研究除了需要考察外
部环境的冲击之外，也必须梳理清楚其内在的
发展脉络，真正回归到商会本身来讨论延续性
和发展性的问题。傅衣凌教授讨论明代徽商问
题时曾提出，新的资本主义成分被旧的生产方
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，死者捉
住生者，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。这
一思考对于近代商会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。
近代大变革之下，商人和商业组织的基本内涵
到底是什么? 这是值得深思的。
随着商会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，商会史未
来将依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门专题。商会
与近代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诸多领域关系密切。
对这一专题展开持续和深入的研究，意义自不
待言。目前学界关于近代商会的总体认识，来
源于对少数几个城市的个案性分析。为了避免
片面归纳，更多的区域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。
张芳霖教授的南昌商会研究在史料、理论和方
法等诸多方面，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本文
针对《变迁》一书提出几点思考，也期盼未来能
有更多此类优秀成果得以面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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